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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差异化动机研究
∗

—基于 Ｑ 方法的探索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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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厘清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是加快土地资源健康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微观心理前提。 从农户认知

视角出发，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轮作方式选择为测试场景，基于 ５ 省随机抽取的农户样本，运用 Ｑ
方法，实证探索了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差异化动机。 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户存在三种界限分明的土地绿色利用

动机：１）以功利逻辑为主导、以利益算计和理性选择为内核的逐利性动机，反映了农户的“经济人”属性。 ２）以

角色逻辑为主导、以角色激励和规范遵循为内核的规范性动机，体现了农户的“社会人”属性。 ３）以安全逻辑

为主导、以风险规避和生计维系为内核的避害性动机，展现了农户的“风险人”属性。 农户所显现的这些差异

化土地绿色利用动机本质折射的是其多样化和层次性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因此，应在精准捕捉农户不同动机

和需求前提下，构建差别化土地绿色利用行为调节机制，注重政策工具的统筹搭配和组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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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所引发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
对我国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此背景下，土地绿色利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环节与实现土地永续利用的核心工程，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联

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培育肥沃耕作层以及推进退化耕地

治理。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并因地制

宜推进撂荒地利用。 然而，当前土地绿色利用效果仍不尽人意。 究其根源，除经济、政治、政策等客观因素

的制约外，作为土地绿色利用直接实施主体的农户，其对待土地绿色利用的初始动机成为影响土地绿色利

用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变数和制约因素。 但由于农户自身认知过程具有随意性、隐晦性和动态性，政策制定

者往往难以准确捕捉和把握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真实想法与态度，进而无法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推

动和加速土地绿色利用进程。 面对这一困境，精准识别和梳理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差异化动机，成为摆在

实务界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破除土地绿色利用“落地难”的微观动因，促进土地资源健康可持

续利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界已关注到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及其动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相关文献大致涵盖两

类：其一，土地绿色利用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研究。 学者一方面在阐释土地绿色利用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

以及实施路径等学理性议题的同时［１］，选取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构建综合化指标评价体系、
利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测算土地绿色利用效率［２ － ３］，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土地绿色利用

效率的时空依赖和动态跃迁特征［４］。 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影响土地绿色利用及其效率的潜在变量。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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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可归结为两类：１）环境类变量，如林长制、低碳城市试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科技创新等、农
业生产托管［５ － ９］。 ２）行为类变量，如种植规模、种植结构、农户认知和素养［１０ － １２］。 其二，农户土地利用动

机研究。 这类研究侧重从微观农户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心理机制和决策过程。 学者选

取不同视角，对农户的行为动机开展了多维学理性阐释，并据此形成了诸多经典假设和命题，如剥削小农、
理性小农、生存小农、社会化小农、组织化小农等［１３ － １４］。 这些立意各异的假设命题之间既有相通性，也有

冲突性，展现出学界对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心理认知的不断深化和成熟。 与上述研究路径相对应的是，
其他一部分学者则热衷于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围绕农户生产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影响因素两大主题，立足

现有理论构建假设模型，依托具体化情境设计或问卷调查数据，开展一系列验证性研究。 该类研究普遍认

为农户绿色利用行为动机是环境的函数，深受各类结构性情境要素的影响［１５］。 这些要素包含合作组织嵌

入、环境素养、资源禀赋等［１６ － １８］。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然而，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

性以及农户动机的隐蔽性，对农户绿色利用行为动机差异化现象的探讨尚显不足。 多数学者仅关注单一

土地绿色利用动机的指标测度与影响关系，难以揭示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动机的并发性与复杂性，亦未

对相关动机的生发机理进行深入解读。 鉴于此，文中以轮作方式这一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土地绿色利

用行为作为实验场景，以从五省随机抽取的农户作为观测对象，运用 Ｑ 方法，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户

土地绿色利用行为动机结构进行实证考察与剖析，力求全面描绘和呈现农户对于土地绿色利用的差异化

认知图景，从而为解读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提供微观视角。

１　 研究设计

１． １　 研究方法
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属于主观性较强且类型化特征明显的探索性问题，鉴于此，文中采用 Ｑ 方法

进行识别。 Ｑ 方法，亦称 Ｑ 方法论、Ｑ 排序或 Ｑ 技术，由英国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ｏｎ）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首次提出。 作为一种基于因子测量个体主观性的混合研究方法，Ｑ 方法旨在运用

数理统计手段，以结构化方式挖掘并揭示研究对象的个人态度、观念及价值［１９］，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心理

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备受学者推崇。 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如下特征：１）作为一种自下

而上的分析工具，在方法论上遵循建构主义，不预设假设，以自定义的聚类化替代预定义的结构化。 ２）基
于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和诠释性研究。 ３）偏向于后实证主义研究，以人为中心而非以变量为中心。

文中之所以选取该方法，原因主要有：１）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具有强烈的主观体验，传统以回归模

型为主导的定量工具难以实现准确测量。 而 Ｑ 方法通过让农户对既有陈述进行重要性排序，能够较为精

准地捕捉农户对土地绿色利用的真实想法和观点。 ２）不同农户在土地绿色利用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化动

机。 Ｑ 方法借助对排序结果的分析能够揭示不同农户群体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更好地理解农户行

为的多样性提供更为直观的证据。 ３）相较于其他大样本方法，Ｑ 方法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主张与小规模的

农户进行充分互动和沟通，这不仅能够降低数据采集成本，还可增强数据的可靠性，使研究者在资源有限

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分析的聚焦与深入。 在实际操作中，Ｑ 方法通常包含四个关键步骤：１）开发 Ｑ 样

本；２）选择 Ｐ 样本；３）进行 Ｑ 排序；４）进行数据分析。
１． ２　 案例选取

鉴于土地绿色利用本身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学术概念，农户较难理解和感知。 因此，文中选取轮作这一

具象化的案例来识别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１）轮作在中国农业生产实践中有

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和广泛的应用群体。 无论是大规模农户还是小规模农户，都有较高的概率实施过轮作。
案例的普遍性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抽样的随机性，避免自选择偏差。 ２）相较于测土配方施肥、土壤酸碱

平衡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业性较强或界定较为模糊的土地绿色利用行为，轮作的定义清晰且易于理

解，其实施过程和效果相对容易观测，能够尽可能弥补受访农户因文化素养不高所导致的认知偏差，增强

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３）轮作方式自身具有低风险、高收益、高安全性等多重优势，其选择的心理过程能够

较为全面地展现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动机。
１． ３　 研究步骤
１． ３． １　 开发 Ｑ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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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 样本是特定认知主题各种

观点的集合。 借鉴相关研究做

法［２０］，文中搜集 Ｑ 样本主要通过

以下两种渠道：１）采用文献检索

的方式，以“土地绿色利用” “农
户生产”“绿色生产” “绿色技术

采纳” 等为主题词，从知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百度学术平台、必应

搜索引擎等途径爬取相关学术文

献、政策文本、媒体报道等材料共

３２９ 份，从中提炼出 ４２ 个相关表

述。 ２）借助访谈的方式，预先对

１０ 位具有轮作经历的农户进行

结构化访谈，搜集并提炼出 ２９ 个

反映轮作选择动机的观点。 随

后，研究邀请两位领域内专家对

上述获取的 ７１ 个条目进行独立

筛选和清理，剔除同义项、重复

项、歧义项以及非相关项。 之后，
对存在争议的条目进行仲裁，最
终确定 ２３ 个要素完备且要义相

表 １ Ｑ 样本

Ｔａｂｌｅ １ Ｑ ｓａｍｐｌｅｓ
序号 条　 　 目 参考来源

１ 不轮作作物病害风险会变大，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１］
２ 政府呼吁轮作，因此我响应号召实行土地轮作。 ［２２］
３ 实行轮作会让我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收入，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３］
４ 同村人都认为轮作有益，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４］
５ 不轮作会带来减产损失，因此实行土地轮作。 ［２５］
６ 政府会对轮作进行补贴和奖励，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６］
７ 合作社鼓励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７］
９ 轮作可以促进作物增产和收入增加，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３］
１０ 家里人认为轮作方式有益，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８］
１１ 不轮作土壤病害感染机率会升高，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１］
１２ 轮作是我的耕种习惯，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７］
１３ 不进行轮作收入会低于实行轮作的同村人，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３］
１４ 大家都认为不实行轮作就是破坏环境，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９］
１５ 轮作能够节省化肥等农资消耗成本，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３０］
１６ 不轮作会加剧土壤污染，面临政府环保处罚，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３１］
１７ 除了选择轮作，我没有其他更好提高产量和收入的方式。 ［３２］
１８ 祖辈都采用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４］
１９ 我有条件和能力开展土地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３３］
２０ 轮作有利于生态保护，造福后代，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３３］
２１ 农业专家表示轮作有益，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２７］
２２ 轮作关乎干部政绩，不实行轮作害怕招致惩治。 ［２９］
２３ 媒体大力推广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３４］

互排斥的条目作为 Ｑ 样本（表 １）。
１． ３． ２　 选择 Ｐ 样本

Ｐ 样本是参与研究并进行 Ｑ 排序的被试人员。 与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不同，Ｑ 方法是一种面向主体

认知的小样本研究工具，认为某一特定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限的，因此，其并不追求对总体的代表性

或普遍性结论，而是更多关注个体认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在此情形下，若 Ｐ 样本容量过大，则会掩盖或

稀释被试者表达的独特性，进而影响分析结论的准确性。 为此，文中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 １２ 月期间，先后在

安徽、新疆、广东、陕西以及四川等地随机抽选 ３１ 位农户作为 Ｐ 样本。 该样本量符合相关研究推荐的 ２０
至 ６０ 个的标准［３５］。 就样本质量而言，３１ 位农户分布于中国主要粮食产区，所在地域涵盖东中西部地区，
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均有轮作经历，且具备正常的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能够满足研究需求。

图 １　 Ｑ 排序表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Ｑ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１． ３． ３　 数据收集（Ｑ 排序）
Ｑ 排序指的是被试者依据自我体验

对 Ｑ 样本进行强制赋值的过程［２０］。 文

中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３１
个被试者发放自编的调查问卷。 该问卷

除包含一些人口统计学信息外，核心内

容是向被试者展示 Ｑ 样本条目，并提供

填写指南，引导被试者在充分理解语句

基础上，按照自己的认知判断将其进行

排序，最后将结果填入到 Ｑ 排序表（图 １）中。 依据开发的 Ｑ 样本规模以及正态分布规则，排序表采用“最
不认同 ＝ － ３”到“最认同 ＝ ３”的 ７ 级划分方式。
１． ３． ４　 数据分析

文中利用 ＰＱ Ｍｅｔｈｏｄ 和 ＫＡＤＥ 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借助 ＰＱ Ｍｅｔｈｏｄ 软件对排序结果

进行录入，形成 ｄｔａ 文件。 之后再将其导入到 ＫＡＤＥ 软件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涉及三方面：１）因子分析。
借鉴相关文献做法［１９］，文中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因子提取。 表 ２ 呈现了提取结果。 按照既有研

究关于特征根 ＞ １ 且样本量 ＞ ２ 的提取标准，虽然因子 ４ 和因子 ５ 的特征根大于 １，但样本量少于 ２ 个，故
而研究保留前３个因子，累计变异解释比例为６９％ ，基本满足分析需求。２）因子旋转。采用方差极大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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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法对保留因子进行正交旋转（Ｖａｒｉｍａｘ Ｒｏｔａ⁃
ｔｉｏｎ），得出被试者的因子载荷量（表 ３）。 通常

认为，因子载荷量≥２． ５８ Ｎ（其中 Ｎ 为 Ｑ 样本

数），表明该因子载荷量显著。 根据公式，当某

一 Ｐ 样本的因子荷载量≥｜０． ５４ ｜时，意味着该

样本可被纳入到对应因子类型，以 Ｘ 进行标

识。 ３）因子得分。 因子旋转后软件会自动计

算出各 Ｑ 样本的得分（Ｚ 值和 Ｑ 值）。 得分的

绝对值越大，表明认同（或不认同）程度越高，
文中将依据得分排序进行命题命名和观点解

释。

２　 结果分析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土地绿色利

用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类群，且不同类群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接下来，文中将根据得分较高

条目的共性意义将三种类群依次命名为：逐利

性动机、规范性动机、避害性动机。 并以正向极

端陈述（ ＋ ３ 和 ＋ ２）为主，对每个类群进行深度

阐读。
２． １　 类群一：基于“经济人”的逐利性动机

该类群可以解释 １７ 个 Ｐ 样本，方差解释率

为 ３１％ ，是三个类群中最为普遍的样态，代表

性样本有 Ｐ２０、Ｐ２３、Ｐ１３ 等，表 ４ 展示了相关的

代表性观点。
由结果可以看出，隶属于该类群的农户，在

选择轮作这一土地绿色利用方式时大致遵循的

是一种功利逻辑。 这种功利性逻辑主要体现为

两点：１）农户基于内在朴素的他利精神，认为

实行轮作可能带来超额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收

益，增进代际福祉（１． ４５２； ＋ ３），并为此可以牺

牲和放弃自身的即时利益。 ２）农户受到自利

动机的支配，实行轮作的最大激励是其能够让

自身生存和家庭消费获得实在的利益，促进个

表 ２ 因子提取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因子 １ ２ ３ ４ ５

特征根 １２． ３３６７ ７． ０９４８ ２． ００３８ １． ３９５６ １． ３１０２
贡献率 ４０ ２３ ６ ５ ４
累计贡献率 ４０ ６３ ６９ ７４ ７８

表 ３ 因子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Ｐ 样本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３

Ｐ１ － ０． ０８４９ ０． ８２８７Ｘ － ０． ０５６２
Ｐ２ ０． ０１１３ ０． ８２６３Ｘ － ０． １３０８
Ｐ３ － ０． ５８０６Ｘ ０． １８５６ ０． ５９３２Ｘ
Ｐ４ － ０． ３７７９ － ０． ３５３７ ０． ２５３
Ｐ５ － ０． １５０５ ０． ２２０９ － ０． １４２
Ｐ６ ０． ６３０４Ｘ ０． ２０９９ － ０． ４２２４
Ｐ７ － ０． １６４７ － ０． １６４５ ０． ８３６Ｘ
Ｐ８ － ０． ２４７８ － ０． ５４９１Ｘ ０． ６０５３Ｘ
Ｐ９ － ０． ８３７７Ｘ － ０． ０９０１ ０． ３１２９
Ｐ１０ － ０． ０２３２ ０． ８１２２Ｘ ０． ４０８９
Ｐ１１ ０． ６９４４Ｘ － ０． ３３３ － ０． ００６９
Ｐ１２ － ０． ７１９５Ｘ － ０． ０５４４ ０． ３４８９
Ｐ１３ ０． ７６４５Ｘ － ０． ３４５１ ０． ０５５９
Ｐ１４ － ０． ４３５４ ０． ７１０７Ｘ － ０． ３２８１
Ｐ１５ ０． ６３６６Ｘ － ０． ３２５２ － ０． ２２９６
Ｐ１６ － ０． １８４６ ０． ７３８３Ｘ － ０． ４５６２
Ｐ１７ － ０． ７１５６Ｘ － ０． １００４ ０． ４０５４
Ｐ１８ ０． ７８２７Ｘ － ０． １３７７ － ０． ４９７４
Ｐ１９ ０． ６１３４Ｘ － ０． ６５５１Ｘ ０． １９８３
Ｐ２０ ０． ９０６１Ｘ － ０． １３１５ ０． １１９６
Ｐ２１ ０． ７８７５Ｘ － ０． ２０８２ － ０． ２３２
Ｐ２２ － ０． ２４７ ０． ８１４Ｘ ０． ０７１２
Ｐ２３ ０． ８６３Ｘ － ０． ２６４２ ０． １０７４
Ｐ２４ － ０． ６３３８Ｘ － ０． ３９８ － ０． ０４
Ｐ２５ － ０． １８８８ ０． ６６６６Ｘ ０． ０２３６
Ｐ２６ － ０． １２５６ ０． ７７９４Ｘ － ０． ０２７
Ｐ２７ － ０． ０８７ ０． ８３５Ｘ － ０． １１２３
Ｐ２８ ０． ７６１７Ｘ － ０． ２５７９ － ０． ０７８５
Ｐ２９ － ０． ３９３５ ０． ６７２Ｘ － ０． ３１１８
Ｐ３０ ０． ６７３５Ｘ － ０． ３９４２ ０． ０１７６
Ｐ３１ ０． ６２３８Ｘ － ０． ５５１４Ｘ － ０． ０２５４

注：Ｘ 表示某一 Ｐ 样本显著性高于阈值，可纳入对应的因子当中进行分析。

体财富的增加和物质需求的

满足（１． ２９１； ＋ ２）。 相比于

利他动机，农户的自利动机

常常带有理性选择的特征，
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算计形成

的心理倾向。 在这个习得过

程中，农户一方面会评估自

表 ４ 因子 １ 代表性观点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１
序号 表述 Ｚ 值 Ｑ 值

２０ 轮作有利于生态保护，造福后代，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４５２ ＋ ３
１３ 不进行轮作收入会低于实行轮作的同村人，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３５６ ＋ ３
１９ 我有条件和能力开展土地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３３２ ＋ ２
１７ 除了选择轮作，我没有其他更好提高产量和收入的方式。 １． ３１８ ＋ ２
６ 政府会对轮作进行补贴和奖励，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２９１ ＋ ２

己所具备的能力条件是否与目标达成存在差距（１． ３３２； ＋ ２），从而做出是否实行轮作的理性决策。 另一

方面，在缺乏明确客观的参照物，无法依靠成本效益的绝对值作为决策标准时，会触发锚定效应的认知模

式，利用社会比较，在以群际为尺度的比较中（１． ３５６； ＋ ３），做出理性判断。 此外，还会借助逆向思维和排

除性策略进行利益权衡（１． ３１８； ＋ ２），以此来检验实行轮作决策是否合理。
鉴于上述分析，文中将该类群定义为“逐利性”动机。 从深层次看，“逐利性”动机的底色是“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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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其本质是将农户的个体利益视为从事轮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动力源泉。 农户通过成本和效益的算计，
实现农户生计收益的最大化。 当然，在不与经济目标发生强烈冲突的前提下，作为经济人的农户也会表现

出一定的向善性和道德理性，依托移情推理和内化推理，采取亲社会行为，力求实现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

的和谐统一。
２． ２　 类群二：基于“社会人”的规范性动机

该类群能够解释 １３ 个 Ｐ 样本，方差解释率为 ２６％ ，代表性样本有 Ｐ２７、Ｐ１、Ｐ２２ 等。 表 ５ 呈现了相关

代表观点。
从结果可以看出，该类群的农户实行轮作方式较多依从的是一种角色逻辑。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户

除了拥有农民这一职业身份外，还基于亲缘和契约关系拥有多重社会性角色和身份。 这种角色属性使其

常常需要按照一套固定化的规范和模式行事，以符合社会期待。 就实行轮作方式本身而言，这种角色逻辑

具体表现为：１）农户基于血缘或族缘关系的先赋角色，一方面使其能够出于情感信任而非利益计算就能

够做出实行轮作的行为选择（１． ４７９； ＋ ３），另一方面使其从代际经验传承中自然生发出实行轮作方式的

行为惯性（１． ０２； ＋ ２）。 ２）农户以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自致角色，一方面促使其为维系熟人社

会网络和资源信赖关系而选择从众而做出实行轮作的决策（１． ３６６； ＋ ３），另一方面则使农户基于契约信

任或政治认同，选择无条件遵从而实行轮作这一土地绿色利用方式（１． ０７６； ＋ ２）。 此外，角色逻辑还体现

为角色压力对农户实行轮作行为的塑造。 当社会系统中大多数成员对轮作方式形成了一致性认知时，身
处这一系统的农户不管自愿或认可与否，都会大概率接受这一规范认知（１． ２６５； ＋ ２），否则就有可能面临

被提倡共同意念的组织群体视为异己、遭受孤立和排挤的命运。
　 　 鉴于以上分析，文中将

该类群定义为“规范性”动

机。 这种动机本质是农户作

为“社会人”的一种生动反

映。 该人性假设认为，在整

个熟人社会系统中，农户并

不是原子式的孤立存在，而
是与同一相对封闭空间内的

各种组织和成员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情感交流和资源依赖

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
户往往只有遵循某些约定俗

成的规则和价值观，赢得组

织内其他成员的广泛承认和

表 ５ 因子 ２ 代表性观点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２
序号 表述 Ｚ 值 Ｑ 值

１０ 家里人认为轮作方式有益，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４７９ ＋ ３
４ 同村人都认为轮作有益，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３６６ ＋ ３
１４ 大家都认为不实行轮作就是破坏环境，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２６５ ＋ ２
２ 政府呼吁轮作，因此我响应号召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０７６ ＋ ２
１８ 祖辈都采用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０２０ ＋ ２

表 ６ 因子 ３ 代表性观点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３
序号 表述 Ｚ 值 Ｑ 值

２２ 轮作关乎干部政绩，不实行害怕招致惩治。 １． ９４４ ＋ ３
１６ 不轮作会加剧土壤污染，面临政府环保处罚，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８１７ ＋ ３
１１ 不轮作土壤病害感染机率会升高，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１６９ ＋ ２
５ 不轮作会带来减产损失，因此实行土地轮作。 １． ０３７ ＋ ２
１８ 祖辈都采用轮作，因此我实行土地轮作。 ０． ９０３ ＋ ２

接纳，才能拥有合法的交易资格，顺畅地完成利益交换活动。 而这些规范普遍具有约束力和引导性，会对

农户诸如土地绿色利用这类农业生产行为决策产生深刻的推动作用［２９］。
２． ３　 类群三：基于“风险人”的避害性动机

该类群能够解释 ３ 个 Ｐ 样本，方差解释率为 １０％ ，是三个类群中占比最低的样态，代表性样本有 Ｐ７、
Ｐ８、Ｐ３ 等。 表 ６ 展示了相关观点。

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逐利性动机所展现出的风险偏好和进取主义，该类群的农户在实行轮作方式时

更多遵循的是一种安全逻辑。 这种逻辑直观地反映了农户强烈的生计资本止损思维，在农户实行轮作过

程中主要体现为三点：１）在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层面，实行轮作这一土地绿色利用方式，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农作物和土壤病虫害风险（１． １６９； ＋ ２）以及潜在的减产风险（１． ０３７； ＋ ２）对自身所带来的收入

损失。 在该情况下，农户追求的第一目标并非是超额收益，而是将亏损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不致影响自己

的基本生存需要。 ２）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讲，农户实行轮作是出于维护自身人际资本不致受损的一种应然

之举。 这种观念主要通过反向评价获得，认为不实行轮作所带来潜在的制裁风险（１． ８１７； ＋ ３，１． ９４４； ＋
３），不仅会使自身和家庭声誉和既有资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还会恶化其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网络关

系，为后续相关生计损失埋下巨大隐患。 ３）从实际的避险方式选择来看，农户倾向于选择采取一种 “萧规

曹随” 式的避险策略，通过对先验知识的适应性学习和可得性启发（０． ９０３； ＋ ２），做出实行轮作的行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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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以尽可能地控制农业生产风险。
鉴于以上分析，文中将该类群命名为 “避害性” 动机。 从本质上讲，农户的这种动机源于其 “风险

人” 的人性假设。 相较于逐利性动机对风险的选择性漠视或淡化，具有“风险人” 设定的农户对风险表现

出强烈的敏感性和厌恶。 其进行土地利用等农业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风

险的最小化。 在这种前提下，农户进行轮作这类土地绿色利用的初衷是因为该种方式具有相对保守性，能
够最大限度地应对不确定性和抵御风险伤害，确保农户固定收益的稳定性。

３　 讨论
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微观参与者，农户既是土地保护的重要承担者，亦是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基

本单位。 通过探究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深入理解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决策心理机制，有助于激励农户积

极参与土地绿色利用实践，对推动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与绿色低碳利用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相比于以往研究，文中基于农户行为理论，聚焦农户微观视角，以农户实行轮作方式为案例背景，运用

Ｑ 方法的探索与挖掘功能，对农户差异化的土地绿色利用动机进行了系统挖掘和阐释，佐证和丰富了传统

农户决策和行为选择相关理论。 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群体中并列存在“逐利性” “规范性” “避害性”三种

迥异的土地绿色利用动机。 该结论直观地表明，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选择并非随意和无向的，而是一个

系统化的决策过程，具有极强目的性和计划性，这为驳斥既往关于“农户非理性”的论调提供了经验证据。
就理论对话和延伸而言：１）“逐利性”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姜安印等［２８］、Ｗｉｅｎｈｏｌｄ 等［３６］学者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置身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并非懒惰和非理性的，其也会像市场投资者或企业家那样，以追求

最大利益和谋求个体发展为目标，经过利益权衡和成本博弈做出合理抉择。 在有限的土地空间范围内，若
传统土地利用方式需要较高的投资成本，却仅能获取较低收益乃至出现亏损状况，便难以对农户形成充分

的经济激励。 相较之下，以投入较少且回报率高为显著特点的土地绿色利用方式，则会成为一种有力的替

代方案。 在此情形下，农户极有可能对自身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调整与改变。 ２） “规范性”动机与罗岚

等［３７］、蒋琳莉等［３８］的研究结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方面，农户实施土地绿色利用行为主要是受到“顺从

激励”的推动。 具体而言，组织会为服从者提供正向激励，进而促使农户选择土地绿色利用。 另一方面，
若农户不进行轮作这一土地绿色利用行为，则相当于违背了所处乡村社会系统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社会规范以及可信承诺。 在此情形下，必然会引发组织其他成员为维持秩序和集体核心价值而实施的

联合排斥惩罚，进而给农户的个体心理带来巨大的压迫感与不安感。 ３）“避害性”动机与李荣耀等［３９］、王
卫卫等［４０］的相关论点相互呼应。 他们认为，农户进行土地绿色利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生存，其发生轮作

行为取决于风险概率而非利益驱动。 稳定且持续的生产收益远比基于高风险获得超额利益或较低成本投

入更具诱惑力。 而文中进一步指出，农户存在避害性动机，原因既包括受到农耕文化中潜在保守基因的影

响，更主要是基于其作为弱势群体在生计脆弱性和社会地位方面所面临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生计来源的

单一性致使农户在应对风险侵害时，其调控和恢复能力存在先天不足。 抗风险能力的低下使得农户对风

险自然地表现出巨大的恐惧心理。 另一方面，尽管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户与政府逐渐迈向平等合

作，但根深蒂固的集权传统以及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地位，使得农户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依旧存在。 这就

使得农户不得不对来自政府层面随时可能出现的“合法性伤害”保持高度警惕。
此外，以往有关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的探讨多采用演绎式验证逻辑，以基于心理量表和结构化访谈

收集的资料作为证据对预设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然而，这种分析路径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 例如，对假设

一致性的偏好和对例外情形的厌恶会导致一些重要新发现被选择性忽视；理论假设存在简化倾向和框定

效应，难以反映复杂关系，且其提出过程往往受到研究者知识经验和认知偏见的影响，进而导致结论的偏

颇和失真。 文中选取的 Ｑ 方法遵循归纳式验证逻辑，研究结果是依托实际证据完成理论自主生成，而非

研究者的主观臆断和预设。 这能够摆脱对现有理论的过度依赖，以更加灵活且开放的方式捕捉探索过程

中的意外发现和新线索，真实、全面且准确地反映农户复杂的土地绿色利用动机，因而使得结论具有较高

的生态效度。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１）文中所使用的 Ｑ 方法本质上属于一种小样本研究。 虽

然实施过程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但较少的样本规模使得研究结论面临合成谬误和外部推广性的质疑。
后续学者可考虑采取大样本的分析策略进行优化检验。 ２）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的探索本身是一种建

构主义的产物，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难免受到被试者和分析者偏见的干扰，带有极强的主观性。 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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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通过强化参与者训练或者采取量化研究工具予以改善。 ３）文中利用穷尽原则完成了 Ｑ 样本的开

发，但客观而言，农户土地绿色利用动机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难以被研究者全部捕捉和识别。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开发心理量表对其开展进一步测度和挖掘。

４　 结论
文中主要结论如下：一方面，不同农户具有迥异的土地绿色利用动机，具体呈现为三种典型形态：１）

基于“经济人”的逐利性动机。 该动机遵循功利逻辑，认为农户土地绿色利用是农户基于收益与成本的算

计权衡、追求超额农业收益和实现一定社会福利的理性选择行为。 ２）基于“社会人”的规范性动机。 该动

机遵循角色逻辑，主张农户自身多重的社会角色所带来的规范性激励和规范性压力构成了其土地绿色利

用的基础动力。 ３）基于“风险人”的避害性动机。 该动机遵循安全逻辑，反映的是农户进行土地绿色利用

的根本出发点是为最大程度地规避和防范潜在减产和伤害风险对固定收益的损害。 另一方面，从深层次

进一步解读，农户不同的土地绿色利用动机主要源于其自身多样化需求的满足。 其中，逐利性动机着重满

足的是农户发展性需求，规范性动机主要解决的是熟人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认同需求和人际需求，避害性

动机重点回应的是在生计脆弱性和关系依附状态下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

５　 建议
（１）构建差别化的行为调节机制，充分激发不同动机类型农户土地绿色利用的积极性。 相关组织与

管理者在对农户土地绿色利用行为进行干预时，应当注重精确识别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积极引导农户

实现个体需求与整体福祉的有机统一，切不可采取一刀切的粗放型调控策略。
（２）对于拥有逐利性动机的农户，建议出台相关经济激励措施，增加绿色土地利用的隐形收益，如设

立土地绿色利用专项补贴；对农户实行以奖代补、减免税收和降低保险费率；建立绿色农产品市场保护价

格、补偿和认证机制，以吸引其继续从事土地绿色利用行为。
（３）对于具备规范性动机的农户，可考虑发挥村规民约、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社区等载体的情感

教化和协商共治功能，通过共同解决土地绿色利用面临的共性问题的方式，消解土地绿色利用价值抵牾和

目标冲突。
（４）对于存在避害性动机的农户，可尝试从两方面发力。 １）运用媒体宣传和专家科普，传播土地非绿

色利用行为的危害，强化农户对土地非绿色利用行为的风险判断和评价，以此达到抑制目的。 ２）通过保

险、提供农资补贴、试点示范、专业技术培训指导、成立互助合作社等风险降解和分担手段，降低农户风险

预期，增强其实施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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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２，１２（１１）：２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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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桑贤策，罗小锋． 新媒体使用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Ｊ］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９０ － １００．
［３５］臧雷振，陈腾霄． Ｑ 方法：方法论视域下的内在张力与发展限度［Ｊ］ ．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２３，１２（４）：１５４ － １６８．
［３６］ＷＩＥＮＨＯＬＤ Ｋ， ＬＵＩＳ Ｆ Ｇ．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ｆｆｅｅ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３，１５（８）：６８２７．
［３７］罗岚，刘杨诚，吴晓宇，等． 个体与情境因素激活农户绿色生产的路径［Ｊ］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３（１）：１６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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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李荣耀，刘国勇． 风险偏好、风险感知对新疆棉农低碳生产行为影响［Ｊ］ ． 中国农机化学报，２０２４，４５（８）：３４４ －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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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ｕｓｅ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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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１，ＷＡＮＧ Ｌｅｉ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７１２１００；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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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ｕｓｅ ｉｓ ａ ｍｉｃｒｏ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ｕ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 ｃｕｔ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ｕｓｅ： １） Ｐｒｏｆｉｔ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ｉ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ｉｎｇｓ＂ ． 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ｌｅ ｌｏｇｉｃ， ｗｉｔｈ ｒｏｌ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３）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ｏｇｉｃ，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ｕｓｅ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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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干　 旱　 区　 资　 源　 与　 环　 境 第 ３８ 卷


